
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于1978年

5月发表为标志的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引发了一

场思想解放运动，在全党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

思想路线。但这并不意味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

唯一标准”是“文革”后的新“发明”，事实上这

本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常识。在“文革”前，经

过一系列的宣传和讨论，这一观点早已得到广泛

传播。同时，尽管在中苏论战和“四清”运动中

也宣传和要求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

准”的观点，但作为运动本身在实践中却背离了

这一思想，出现了“左”的错误。在“文革”

中，还出现了打着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

标准”的旗号批判“白猫黑猫论”等怪现象。这

些情况说明，对于一些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甚至是

常识，仅仅宣传其观点是远远不够的，我们必须

坚持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并正确处理学术

与政治的关系。

一、新中国成立前后中国共产党关于

真理标准问题的宣传

新中国成立初期一场关于学习和宣传《实践

论》的热潮，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这一观点在全国范围得到普及。而这一观点是在

延安时期毛泽东的《实践论》中得到成熟表达，

并于延安整风后在全党范围内普遍为人所接受

的。①从某种意义上说，新中国成立后“实践是检

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全国范围内传播，是其在

延安时期党内传播的延续与扩大。因此，有必要

对延安时期“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传

播情况作一论述。

1936年至1937年，毛泽东在阅读《辩证法唯

物论教程》（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著，李达、雷仲

坚译）时，针对书中所引马克思关于“对象的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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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到达于人们的思维与否的问题，不是什么理论

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的论述，批注

道：“实践证明是否真理。”［1］33在《辩证唯物论与

历史唯物论》（米丁等著、沈志远译）上册第三章

中“社会的实践为认识底标度”一节的空白处，

毛泽东又批注道：“实践是真理的标准。”［1］142毛泽

东这一系列批注，是目前我们所能见到的他对真

理标准问题的最早阐述。很快，他的这一思想在

《实践论》中得以更为充分、完整的阐述。他在

《实践论》中提出：“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只有人

们的社会实践，才是人们对于外界认识的真理性

的标准。”“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实践

的观点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之第一的和基本的

观点。”［2］ 284 1940年1月，毛泽东又在《新民主主

义论》中说：“只有千百万人民的革命实践，才是

检验真理的尺度。”［3］ 663由此，毛泽东对马克思主

义的真理标准观形成了较为成熟的认识和表述。

《实践论》、《新民主主义论》等文章一经问

世，便产生重大反响，不少报章杂志和书店加以

转载、翻印，“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等

观点随之得到广泛传播。在延安的抗日军政大

学、陕北公学、马列学院中，毛泽东关于实践和

真理的观点也成为研究和教学的重点内容［4］63。

在延安整风中，“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

准”更得到了进一步传播。1942年5月14日，《解

放日报》发表了彭真的代社论《领会二十二个文

件的精神与实质》，在谈到如何学习二十二个文

件②以深入整顿“三风”时指出，学习二十二个文

件必须要真正领会贯通它们的精神与实质。而判

断是否真正做到融会贯通，“显然的，标准是实

践，是会不会实际应用”。彭真说，如果不能在研

究文件之后，“反省自己的思想，反省自己的全部

历史，并且在实践中来检查、改正了自己的思

想，改造了自己的工作，又能够运用它来检查同

自己有关的部门和地区的工作，并且改正了其中

的错误，揭发并纠正了其中的歪风”，那就不算真

正领会贯通文件的精神和实质。哪怕将文件背得

烂熟，仍然算一窍不通，“因为实践是真理的标

准，而你却不会实际运用，不能实践啊”！［5］281-282

1944年7月18日和19日，彭真在中央党校全

校大会上的总结讲话中，认为毛泽东对国民党的

认识“是有远见的”：“谁是谁非，以什么作标准

呢？以客观实际作标准”，“我们的思想是客观决

定的，以客观实际作标准”。他说，之所以说毛泽

东的意见是正确的，“不是因为他是毛主席，而是

因为他的这些认识是与客观实际相符合的”，“一

个意见对不对，要以实际来检查，这是我们共同

的标准”［6］413-414。这实际上就是用党的历史和革命

的实践来检验毛泽东的思想，生动地指出了“实

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通过延安整风，用实践来检验真理的观点在

全党范围内得到普及。不过，这一时期中国共产

党尚未取得全国政权，对于广大群众来说，马克

思主义仍然是较为陌生和遥远的。而中华人民共

和国的建立，在开启中国历史发展新纪元的同

时，也给马克思主义在全国范围内传播创造了全

新的条件。通过开展宣传学习 《实践论》 的运

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观点在全

国范围内迅速得到普及。

新中国成立后，当时在中国协助毛泽东著作

编辑出版工作的苏联著名理论家尤金，对毛泽东

《实践论》等一系列哲学著作十分推崇。在他的建

议下，《实践论》被翻译成俄文，经斯大林阅后，

1950年12月出版的苏共中央理论刊物《布尔什维

克》上全文发表了此文，并转登了中文编辑部的

题解。12月18日，苏联《真理报》又刊发了《论

毛泽东的著作〈实践论〉》的编辑部评论。［7］476-479

毛泽东这一著作很快在苏联理论界产生了轰动。

时任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署长的胡乔木建议将

《真理报》评论在国内发表。经过考虑，毛泽东于

12月28日给胡乔木回信表示：“第一天发表《实

践论》。第二天发表真理报的评论。分两天登报。

可先在人民日报发表，然后新华社再用文字广

播。”［8］739《人民日报》先后于12月29日、30日发

表了两篇文章。随即，全国掀起了学习这一著作

的热潮。

1951年1月29日，《人民日报》头版发表社论

《学习毛泽东同志的〈实践论〉》。文章指出，在

55



毛泽东看来，“我们党内思想问题的最本质的问

题，是关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的问题”。而对

于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的基本特点这一问

题，“毛泽东同志用大力说明，这就是理论与实践

的统一。否认了理论与实践的统一，这就是否认

了唯物论，也否认了辩证法。一句话，否认了马

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任何人，不论他在口中如

何千‘马克思’或万‘马克思’，只要他不是在实

际上承认理论与实践的统一，那末，他就不是

马克思主义者，或者只是假的马克思主义者。”［9］

2月16日，《人民日报》又在头版发表社论《“实

践论”开辟了我们学术革命的思想道路》，强调

当前开展的学术革命要以“实践论”观点作为指

导思想［10］。此外，1951年的《学习》杂志第3卷第

8期、《新建设》 杂志第 5 卷第 3 期、《文艺报》

第3卷第9期纷纷发表社论，积极推动《实践论》

的学习［11］12-13。

同年，中国共产党著名理论家李达在《新建

设》杂志连载《〈实践论〉解说》，系统阐发毛泽

东关于实践的观点。其中有一节标题就是《〈实

践论〉——论证了实践是真理的唯一标准》。李达

指出：“认识是否是真理，要拿什么标准来鉴定

呢？这鉴定的标准，只能是实践。”他提问道：

“为什么只有实践才是认识的真理性的唯一标准，

除此以外再没有别的标准呢？”有两个理由，一是

“认识从实践发生，为实践服务，这是实践的一个

因素”；二是“认识离开实践，就失去其社会意

义”，“所以，真理的标准，只能是实践”。李达还

指出：“作为真理之标准的实践，完全是客观的。

我们依据对于某一自然物的认识去改造它的时

候，若能达到预想的结果，这认识便是真理，反

之便是谬误。真理与谬误，由实践来鉴定，完全

是客观的，绝不杂有主观的成分。”［12］3-6

李达对实践和真理关系问题的阐发深入浅

出，起到了很好的宣传效果。毛泽东给予高度肯

定，先后给李达写了3封信。毛泽东表示：“这个

解说极好，对于用通俗的语言宣传唯物论有很大

的作用。”并对文章提出了一些意见：文章写完后

应出单行本，“关于辩证唯物论的通俗宣传，过去

做得太少”，“要利用这个机会，使成百万的不懂

哲学的党内外干部懂得一点马克思主义的哲

学”［13］ 2-5 。1951年7月，生活·读书·新知三联

书店出版了该文章的单行本，1952年、1953年、

1954年和1978年又先后再版，该书的影响力可见

一斑。

同一时期出版的类似读物还有不少。如徐懋

庸《〈实践论〉——知己知彼百战百胜论》（中南

人民出版社1951年版），《学习〈实践论〉与〈矛

盾论〉》（华东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实践

论〉与经济学及经济工作》（展望周刊出版社1952

年版），《〈实践论〉学习参考资料》（东北人民出

版社1952年版），李琪《〈实践论〉解释》（中国

青年出版社1953年版），《怎样学习〈实践论〉》

（江西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实践论〉〈矛盾

论〉名词解释》（安徽人民出版社1960 年版），

《怎样学习〈实践论〉与〈矛盾论〉》（吉林人民

出版社1960年版），《〈实践论〉述要》（郑州大学

1964年印），《学习〈实践论〉》（上海人民出版社

1965年版），等等。其中，李琪的《〈实践论〉解

释》一书影响力比较大，1957年再版印数近20万

册，1958年和1960年又两次再版，1959年民族出

版社还出版了该书的维吾尔文版，扩大了该书的

流传范围［11］13。

1964年8月18日，中共中央下发《中共中央

关于县以上干部学习毛主席哲学著作的决定》，要

求中央一级到县（团）委一级的一切干部，特别

是重要的负责干部，都应该读毛主席的 《实践

论》、《矛盾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

问题》、《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等哲学论

文。《决定》认为：“毛主席的这些哲学论文，是

我国革命和国际无产阶级革命经验的总结，是马

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新概括和新发展。这些哲学

论文贯穿着马克思列宁主义唯物辩证法的红线，

通晓毛主席这些哲学论文，对我们事业，具有极

重大的意义。”［14］ 151 9月14日，中宣部、高教部、

教育部都联合下发文件，要求今后高校的共同政

治理论课，除继续开设《形势与任务》课外，设

置“中共党史”、“哲学”、“政治经济学”等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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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哲学课程“以《实践论》《矛盾论》《关于正

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人的正确思想是从

哪里来的？》等为主要教材”［14］ 217，进一步在干部

和学生中普及马克思主义关于实践和真理标准问

题的观点。经过全国上下的学习与宣传，“实践是

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观点逐渐深入人心。

二、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学术界关于

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

新中国成立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

准”的观点得到广泛传播。同时，党还对旧时代

走来的非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进行了思想改造，

特别是1951年组织冯友兰、金岳霖、朱光潜、张

岱年等哲学家学习《实践论》［15］ 23-33，以及在对胡

适实用主义哲学批判运动中对“效果论”真理标

准观的批判［16］52-53，使哲学界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

基本取得了统一。

但在自然科学界，关于真理标准观仍存在不

同声音。在共产党人心目中，马克思列宁主义与

自然科学同属于科学的范畴。恩格斯就认为十九

世纪的三大发现，即能量守恒和互相转化定律、

细胞学说、生物进化论为辩证唯物主义奠定了自

然科学基础［17］ 12-18。毛泽东也指出：“马克思主义

包含有自然科学”，“自然科学是要在社会科学的

指挥下去改造自然界”［3］269-270。新中国成立后，中

国共产党一开始也将自然科学与哲学社会科学等

量齐观，由中科院和中宣部科学处等部门实行统

一的科学领导体制，不另加区分［18］ 387。因此，这

一时期自然科学与哲学社会科学关系颇为紧密。

一方面，许多自然科学界人士参与到哲学社会科

学讨论中来，《哲学研究》等时不时发表有关文

章。如地质学家、古生物学家杨钟健曾发表关于

实用主义与生物学关系的文章［19］63-72，化学家孙承

谔、戴乾圜曾发表关于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与化

学关系的文章［20］ 124-137，等等。另一方面，自然科

学许多进展或分歧也往往牵涉到哲学层面的争

论。如1956年青岛遗传学座谈会［21］和“文革”期

间对爱因斯坦相对论的批判［22］32-41等等。

由于自然科学离不开实验验证，使得自然科

学界天然地对真理的实践标准问题极为敏感。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实践是检验

真理的唯一标准》。仅仅2天后的13日，《光明日

报》又发表《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从

宇称不守恒的发现谈起》，从自然科学角度加以论

证。2个月后的7月5日和10日，中国科学院理论

组和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即在北京联合召开第

二次理论讨论会，研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

准的问题。自然科学界对这一问题的讨论，实际

上滥觞于20多年前。

1956年，李政道和杨振宁发表关于“质疑弱

相互作用中的宇称守恒”论文，并以这个研究成

果在1957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23］7-30。这一成果

在国内迅速引起包括哲学社会科学界在内的广泛

关注。由于“宇称守恒”长期被视为科学定律，

它的崩塌引发学术界讨论的一个敏感话题，即客

观规律是否可以被“打倒”或者被推翻？［24］101

例如，曾有人认为，李政道、杨振宁的成功

“是他们的‘独立思考’和进行纯理论探讨的结

果，是推翻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针对这种观

点，何祚庥在1957年弱相互作用问题科学讨论会

上发言表示反对，认为李、杨的成功“主要是理

论和实验的创造性的结合而获得的结果，是批评

地分析了理论和实验的关系而获得的结果”，“证

实了马克思主义认识和实践关系学说的光辉”③。

但随后受“大跃进”影响，相关讨论重点很

快由“客观规律能否被打倒”转移到“主观能动

性和客观规律的关系”上来［25］6-9，［26］17-21，［27］30。不

过自然科学界对这一问题的关注并未就此消散，

几年后，新的话题重新引发了争论。

1962年4月12日，《文汇报》刊登陈翰伯《关

于科学史上的错误观点》一文。文章以科学史上

“燃素说”为例，提出“燃素说”这一错误观点在

它提出的历史条件下，一定程度上是相对真理，

为此，应正确看待科学史上的错误观点［28］。由此

引发了一场针对相对真理中是否包含有错误的因

素，以及真理和错误的相互对立和相互转化等一

系列问题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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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迅速跟进。到 1964 年

底，先后共有几十篇相关讨论在《光明日报》、

《红旗》、《学术月刊》、《教学与研究》等报刊上发

表。龚育之、陈先达、陶德麟、张世英、高清

海、赵凤岐、何祚庥、阎长贵等一批理论家都参

与了这次学术讨论④。真理标准问题是这场讨论的

焦点。何祚庥《论自然科学研究中有关实践标准

的若干问题》［29］一文，使大讨论的重心转向真理

标准问题。值得一提的是，《光明日报》1963年2

月1日发表署名朱士耀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

标准》一文，与1978年那篇名文标题相同⑤。

这场讨论主要围绕涉及实践标准的绝对性和

相对性、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实践证明和逻辑

证明等重要问题展开。陆魁宏《检验真理的一种

间接方式》一文认为，检验真理“有时也通过间

接的方式表现出来”，“当某些理论尚未得到实践

的直接证明时，它们是正确还是错误，我们能不

能作出一定的判断呢？当然，我们可以而且应该

把最后的证明留给以后的实践，然而，在这些悬

案面前，我们并不会束手无策，唯物辩证法就为

我们提供了一个准则”［30］。换言之，在他看来，实

践是检验真理的直接方式，而唯物辩证法是检验

真理的间接方式。朱士耀则认为，“实践是检验真

理的唯一标准，并不排斥科学的逻辑推理和证

明”，但这并不意味着会出现两个检验真理的标

准。因为，“首先，逻辑推理和证明不是由人们主

观任意来做出判断的，它归根到底，也是以实践

为基础的；其次，要逻辑推理和证明正确，要遵

守两条规则，一条是，其前提是在以往的实践中

被证明为正确的知识，一条是，在逻辑推理和证

明中又使用了正确的逻辑规则，这些逻辑规则也

是从实践中产生的，而且被实践所亿万次重复检

验过了的”。他认为，即便是根据这样的逻辑推理

和证明的命题，“最后判定是不是真理也必须经过

实践”。“实践仍然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31］。

到了1964年底，随着讨论的深入，学术界对

这一问题已经有了一定认识，同时出于政治上的

考量，这一讨论基本停止了。在“文革”爆发前

夕的1966年2月4日，《光明日报》发表朱波《逻

辑证明和实践验证》一文，对这一场论战作了评

述［32］，为六十年代这场讨论划上句号。

这一时期国内学术界的讨论，还引入了国外

理论界的不同声音。为了服务于“反修斗争”，中

宣部、中央编译局组织编译了 “机会主义、修正

主义资料”系列丛书。［33］757波兰哲学家亚当·沙夫

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真理论的若干问题》即其中

之一，该书第三章第三节题目是“实践——马克

思主义的真理标准”，讨论了真理的客观性、绝对

真理和相对真理等问题，批判了实用主义、新实

证主义、经验批判主义和约定论等唯心主义的真

理观⑥。

该书认为，“实践是最高的和主要的真理标

准”，但并不等于“实践是唯一的标准”的结论，

而是还可以有“各种派生的标准”［34］138。实践对一

个预见的证实不能对我们判断的真理性提供完全

的保证，因为有时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形：“的确出

现了预期的事实，但是预见所依据的判断只是部

分地真实的”，而这是“最为常见”的情形；或

者，“当我们研究某些数学原理或自然界一般规律

的真理性时，直接运用实践标准是不行的”［34］ 140。

尽管声音微弱，但相关不同观点作为一种“反面

材料”在高级领导干部和知识分子中得以传播。

而随着“反修防修”形势愈加紧张，“实践是检验

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命题的命运愈加曲折。

三、从中苏论战到“四清”和“文革”：

实践与理论的脱节

随着国际和国内局势变化，真理标准问题在

宣传与实践中也出现了新情况。一般认为，除了

《实践论》，毛泽东还在两篇文章中比较明确地表

达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是1963年

5月，毛泽东在《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

一文中提到检验真理的办法是“社会实践”［35］ 320；

二是1963年11月18日，毛泽东在《在战争与和平

问题上的两条路线》的文稿上写道：“社会实践是

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36］2257

然而，这两篇文章恰恰是毛泽东错误估计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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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国内形势的产物。当时，在国际上，中苏论战

不断升级；在国内，毛泽东在1962年9月召开的

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

争”。他从“反修防修”的战略出发，决定在全国

城乡发动一场普遍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毛泽东

在国际和国内两个“战场”同时指导中苏论战和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两件事互相影响，互相推

动，使毛泽东的思想一步一步地向‘左’的方向

发展，并为‘文化大革命’的发动作了思想舆论

准备”［36］ 2275。因此，尽管“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

一标准”在文字表述上得到强调，但在实践中已

经出现了背离这一常识的做法。

从国际上说，中国共产党和苏联共产党的分

歧日益严重。由于在对斯大林的评价、社会主义

国家之间的关系、苏美缓和战略等三大分歧上，

中苏难以达成一致，加上历史积怨、两国战略利

益分歧冲突等原因，中苏关系终于从之前的结盟

走到了破裂［37］ 81-90。从1962年起，苏共和欧洲一

些共产党在党的代表大会等各种场合指名攻击中

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也进行了回击，双方各以

《真理报》和《人民日报》为主阵地大打笔仗，挑

起中苏论战。其中，中共以《人民日报》和《红

旗》杂志编辑部名义组织发表了9篇评苏共中央公

开信的文章，即 “九评”。毛泽东全程领导参与

了论战。

1963年11月19日发表的《在战争与和平问题

上的两条路线》（即“五评”）文稿上，毛泽东亲

自加写了一句：“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

准。”［36］2257被视为毛泽东再次提出和坚持“实践是

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力证。不过，历史证

明，在中苏论战问题上，双方都违背了“实践是

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原则。正如邓小平同志

后来评述的那样：“经过二十多年的实践，回过头

来看，双方都讲了许多空话。马克思去世以后一

百多年，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在变化的条件

下，如何认识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没有搞清

楚。”［38］291

毛泽东基于“苏联出了修正主义，我们也有

可能出修正主义”［36］ 2257的判断，1962年9月在八

届十中全会上重提阶级斗争，把阶级斗争扩大化

和绝对化，断言：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资产

阶级都将存在和企图复辟，成为党内产生修正主

义的根源。1963年5月，毛泽东在审阅《中共中

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 （草

案）》（即“前十条”）时，在十个问题前面加写

了具有前言性质的一大段话。这段话被编入1964

年出版的《毛泽东著作选读（乙种本）》，题为

《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毛泽东指出，人

的正确思想既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自己

头脑中固有的，“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社

会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

中来”，只有社会实践才是考验认识的标准，“此

外再无别的检验真理的办法”［35］ 320。这被视为是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重要思想资源。

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这段话是为“前十

条”写的，而正是“前十条”及其后的“后十

条”和“二十三条”，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

提出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因

此，尽管这时在理论上强调，除了社会实践之外

再无别的检验真理的办法这一宝贵观点，但在实

践中却“使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左’倾思想进一

步发展，为后来‘文化大革命’的发动，作了思

想和理论上的准备”［36］2350。“文化大革命”运动是

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思想的背离，

最终也被实践所否定。

“真理面前人人平等”，本来是符合马克思主

义真理标准观的表述，但在“文革”爆发之初却

成为批判对象。1965年 11月 10日，上海《文汇

报》刊出姚文元执笔的批判文章《评新编历史剧

〈海瑞罢官〉》。12月，周恩来、彭真得知了此文

形成的一些内幕，指示《北京日报》《人民日报》

转载了这篇文章。彭真还口授了《北京日报》编

者按，强调“有不同意见应该展开讨论”，“实事

求是的分清是非”［39］。《人民日报》的编者按则表

示：“我们的方针是：既容许批评的自由，也容许

反批评的自由；对于错误的意见，我们也采取说

理的方法，实事求是，以理服人。”［40］根据这个精

神，12月12日，《从〈海瑞罢官〉谈到“道德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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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论”——就几个理论问题与吴晗同志商榷》在

《北京日报》发表，此文同时还发在北京市委机关

刊物《前线》1965年第23期上。这篇文章是由北

京市委分管文教工作的书记邓拓起草，经市委书

记们传阅，由彭真定稿的。文中提到，《海瑞罢

官》的错误在于其思想基础是“道德继承论”，而

“道德问题是十分复杂的问题，应该允许各种不同

的意见充分发表出来。……人人都要服从真理，

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41］12 。1966年2月，彭真为

组长的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拟定的《关于当前

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即《二月提纲》）中，再

次强调了“要坚持实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

等的原则”［36］ 2369。试图将讨论限制在学术争论范

围内，且符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

观点。但局势的发展与此南辕北辙。

1966年５月８日开始，各大报纸公开批判邓

拓、吴晗、廖沫沙等人的《三家村札记》《燕山夜

话》，将他们打成“三家村反党集团”。5 月 16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中国共产党

中央委员会通知》（“五一六”通知），称“在真

理面前人人平等”是资产阶级的口号：“他们用这

个口号保护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反对马克

思列宁主义，反对毛泽东思想，根本否认真理的

阶级性。”［42］2同日，《人民日报》头版发表了戚本

禹的《评〈前线〉〈北京日报〉的资产阶级立场》，

指责邓拓的文章“小骂大帮忙”，“为吴晗保驾”，

把“一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重大政治问题”，

“变成了一个所谓‘纯学术’问题”。文章气势汹汹

地指责道：“文章的作者还打着‘在真理面前人人

平等’的资产阶级口号，来为吴晗辩护。”［43］

5月18日，林彪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

“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超过我们一万

句”［36］2379。相关批判愈演愈烈。5月21日，《人民

日报》发表《“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是取消无

产阶级专政的反动口号》，称“真理是有阶级性

的”，“在互相对立的阶级之间，在马克思主义的

真理同资产阶级以及一切剥削阶级的谬论之间，

根本没有什么平等可言”［44］。5月25日，《光明日

报》 发表 《假批判真包庇的大毒草——评李琪

〈评吴晗同志的历史观〉》，指责“在真理面前人

人平等”是资产阶级口号，邓拓是“叫吴晗顶

住”［45］。6月 13日，《光明日报》头版刊发社论

《驳“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系统性地大段攻

击“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是“资产阶级的骗人

口号”。文章称：“真理是有阶级性的，马克思列

宁主义是唯一的真理。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

宁主义的真理在当代发展的顶峰。”“无产阶级同

资产阶级的斗争，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

的真理同资产阶级以及一切剥削阶级的谬论的斗

争，不是西风压倒东风，就是东风压倒西风，根

本谈不上什么平等。”［46］

此后，大谈“真理的阶级性”的文章开始层

出不穷，“一句顶一万句”成为流行语，完全背离

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标准观。这一时期，“实践是

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口头上仍被强调。就在

“文革”结束前夕，《红旗》1976年第4期刊登了

《不容抹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驳

“白猫黑猫”论》一文，指责邓小平“抓住老鼠就

是好猫”的观点是主观唯心主义的实用主义哲

学，“根本否认千百万群众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

一标准，而以是否对我即资产阶级有用作为衡量

正确与错误的依据”［47］。出现了以“实践是检验真

理的唯一标准”的话语反对实事求是的荒唐现象。

结语：历史教训与启示

1978年7月，胡耀邦在同《理论动态》编辑

部有关同志谈话时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

准”；“这些马克思主义常识，一些老同志淡忘

了，一些新同志根本不知道”［48］90。回顾延安时期

和新中国前三十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宣传与讨论

的历程，可以看到这一观点在这一时期得到了广

泛的宣传与普及，在一定程度上也允许不同学术

观点的正常争论。这说明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

时期绝不是割裂的，改革开放后开展的真理标准

问题大讨论是对此前这一思想的延续与发扬。从

这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

准”的提出与发扬不仅仅是改革开放史的重要组

成部分，也在党史、新中国史和社会主义发展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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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占有重要地位。

同时，仍有一些问题值得我们反思。为什么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改革开放前后两

个历史时期有着完全不同的命运？换言之，为什

么在一段时期内虽然提出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

唯一标准”，但在现实中却发生了背离这一思想的

错误，还出现了用它攻击实事求是路线等荒唐现

象。从这一历史悲剧中，我们可以总结出几条经

验教训。

首先，必须坚持发扬社会主义民主。1981年

第二个历史决议指出：“实践证明，‘文化大革

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

步。”［49］811但问题是，“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早就显

露出来，早已被实践否定，何以“文革”还持续

了十年之久？正如历史决议所指出的，毛泽东同

志“在犯严重错误的时候，还多次要求全党认真

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还始终认为

自己的理论和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的，是为巩固无

产阶级专政所必需的，这是他的悲剧所在”［49］815。

实践本身不会发言，必须要靠人民说话。可

是正像毛泽东所批评的，在当时党内，“有些同

志，很怕群众开展讨论，怕他们提出同领导机

关、领导者意见不同的意见。一讨论问题，就压

抑群众的积极性，不许人家讲话”［36］ 2166。尽管实

践结果已经充分暴露某些理论的错误，但由于缺

乏民主，使得实践无法真正检验真理。例如，明

明现实已经表明“大跃进”是严重的“左”倾错

误，林彪却在七千人大会上讲：“事实证明，我国

社会主义建设是可以大跃进、应该大跃进的。”［50］86

事实真正证明的是，只有真正地、充分地发扬人

民民主和党内民主，才有可能听到真话，实践才

能真正检验真理。否则实践结果也可能被歪曲，

被利用。

真正实现以实践检验真理，还要坚决克服个

人崇拜。再以“大跃进”为例，林彪在七千人大

会上还说：这几年的困难，“在某些方面，在某种

程度上，恰恰是由于我们没有照着毛主席的指

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毛主

席最突出的优点是实际。他总比较人家实际一

些，总是八九不离十的……我深深感觉到，我们

的工作搞得好一些的时候，是毛主席的思想能够

顺利贯彻的时候，毛主席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

如果毛主席的意见受不到尊重，或者受到很大的

干扰的时候，事情就要出毛病”［50］ 89-90。这些带有

浓厚个人崇拜色彩的言论，掩盖了实践所揭露出

的错误，不仅没有彻底纠正错误，反而使其进一

步发展。历史的教训是惨痛的。

其次，处理好学术与政治的关系，特别是避

免“把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混淆起来、用解决政

治问题的办法对待学术问题的简单化做法”［51］ 28。

真理标准问题固然是一个政治问题，但也是一个

严肃的学术问题。应该贯彻“双百”方针，坚持

和发扬学术民主，尊重差异，包容多样，鼓励正

常的学术讨论。新中国成立后，我们一度在意识

形态领域犯了“左”的错误，“对一些文艺作品、

学术观点和文艺界学术界的一些代表人物进行了

错误的、过火的政治批判，在对待知识分子问

题、教育科学文化问题上发生了愈来愈严重的

左的偏差”［49］807，不可避免地在理论界、学术界造

成紧张空气。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那次真理标

准问题讨论，据历史当事人之一何祚庥后来回

忆：“《红旗》讨论到一段以后，干脆刹车不再讨论

了。双方都有些理由，如果你强调真理的绝对性

的话呢，就变成是为了反修；如果过分反对相对

性的话，那么马克思主义就不用发展了，变成了

独断论。后来这些问题就非常敏感了，‘文化大革

命’即将开始。我的理解，范若愚同志 （时任

《红旗》副总编辑）就定下来，不再讨论。因为大

家都感到这是个政治问题了，不知道中央是什么

意见。知道这个事情讨论下去牵扯面太大了，所

以，就先停止，都不登了”［52］92。不正常的学术与

政治的关系造成了历史遗憾。而这种学术与政治

间的不正常关系在“文革”时期达到了顶峰，对

“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批判就是典型一例。

总而言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

一思想在新中国不同历史时期的命运警醒我们，

切不可以为某些道理是常识，就不会被抛弃和忘

却。我们必须经常提醒自己，记住常识、保卫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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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特别是要坚持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处理好学

术与政治的关系，坚持实事求是的正确思想路

线，这也是历史给我们留下的教训。

注释：

①相关研究见宋伯勤：《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理论的

由来与判别》，《求索》1992年第6期。

②“二十二个文件”，是指《毛泽东二月一日在党校的报告》

《毛泽东二月八日在延安干部会上的报告》等中央决定的

整风最重要的学习材料。

③见何祚庥：《谈谈李政道、杨振宁发现宇称不守恒的工作

方法和思想方法上的一些特点》，《量子复合场论的哲学

思考》，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01页。值得一

提的是，这次讲话是在内部会议上讲的，直到1997年才第

一次公开发表。

④《红旗》1964年第10期发表题为《关于实践标准问题的讨

论情况》的讨论综述，为这次大讨论做出总结。《哲学研

究》编辑部将部分文章结集为《真理问题讨论集》，由上海

人民出版社1964年11月出版。

⑤这批论争文章大多收入《真理问题讨论集》中第二部分

“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的关系，如何理解和运用实践标

准”和第三部分“社会实践是真理的唯一标准的问题”。

⑥该书俄文版由苏联外国书籍出版社 1953 年出版。1961

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内部出版。该书作者沙夫

曾担任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和中央党校校长、波兰

科学院院士，其观点被认为与正统意识形态不符。在

1984年被开除出党.见冯契：《外国哲学大辞典》，上海辞

书出版社，2000。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哲学批注集［M］.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

［2］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3］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4］乌日妮.《实践论》文本源流考证［D］. 华东师范大学，

2017.

［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

选编（1921—1949）：第19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1.

［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

选编（1921—1949）：第21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1.

［7］李海文.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M］.北京：中央文

献出版社，1991.

［8］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M］.北

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

［9］学习毛泽东同志的《实践论》［N］.人民日报，1951-01-

29.

［10］“实践论”开辟了我们学术革命的思想道路［N］.人民日

报，1951-02-16.

［11］周有健.建国以来《实践论》学习和宣传述论［J］.中共南

京市委党校学报，2014（3）.

［12］李达.《实践论》解说［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

店，1951.

［13］毛泽东. 毛泽东同志给李达同志的三封信［J］. 哲学研

究，1978（12）.

［1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9册

［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

［15］乔清举.当代中国哲学史学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

社，2014.

［16］孙定国.胡适派哲学思想反动实质的批判：关于“真理

论”和“实在论”的批判［J］.哲学研究，1955（1）.

［17］恩格斯.自然辩证法［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

［18］张藜，赵涛. 科学处与新中国早期的科学领导工作

（1951—1956年）［J］.中国科技史杂志，2015（4）.

［19］杨钟健.实用主义的生物学上的根据到底是什么？——

批判实用主义者的俗庸进化论［J］.哲学研究，1955（1）.

［20］孙承谔，戴乾圜.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与化学［J］.哲学

研究，1955（4）.

［21］任元彪.遗传学与百家争鸣：1956年青岛遗传学座谈会

追踪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

［22］屈儆诚，许良英.关于我国“文化大革命”时期批判爱因

斯坦和相对论运动的初步考查［J］. 自然辩证法通讯，

1984（6）.

［23］华新民，王作跃.李政道杨振宁遭遇冷处理——六十多

年前中国人第一次获诺奖［J］.科学文化评论，2020（1）.

［24］杨振宁，何祚庥.李政道杨振宁获诺贝尔奖的相关情况

［J］.科学文化评论，2020（4）

［25］德麟.发挥上层建筑的力量为过渡到共产主义准备条

件［J］.理论战线，1958（9）.

［26］罗国杰，卢之超，杨焕章，等.论主观能动性和客观规律

性［J］.教学与研究，1958（12）.

［27］佚名.武汉哲学界讨论主观能动性和客观规律的关系

问题［J］.理论战线，1959（2）.

［28］陈翰伯.关于科学史上的错误观点［N］.文汇报，1962-

04-12.

62



［29］何祚庥.论自然科学研究中有关实践标准的若干问题.

红旗，1962（2）.

［30］陆魁宏. 检验真理的一种间接方式［N］. 光明日报，

1962-08-24.

［31］朱士耀.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N］. 光明日报，

1963-02-01.

［32］朱波. 逻辑证明和实践验证［N］. 光明日报，1966-02-

04.

［33］国际“反修”斗争的产物——人民出版社原总张惠卿谈

“灰皮书”出版的来龙去脉［M］//潘世伟，徐觉哉，主编.

世界社会主义研究年鉴2015［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

社，2016.

［34］沙夫.马克思列宁主义真理论的若干问题［M］.北京：生

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1.

［3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8卷［M］.北

京：人民出版社，1999.

［3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M］.北京：中央文

献出版社，2013.

［37］李捷. 从结盟到破裂：中苏论战的起因［J］. 党的文献，

1998（2）.

［38］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39］佚名.编者按［N］.北京日报，1965-11-29.

［40］佚名.编者按［N］.人民日报，1965-11-30.

［41］向阳生.从《海瑞罢官》谈到“道德继承论”——与吴晗

同志商榷［J］.前线，1965（23）.

［42］“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G］.北京：中国人民解放军国

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1988.

［43］戚本禹.评《前线》《北京日报》的资产阶级立场［N］.人

民日报，1966-05-16.

［44］“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是取消无产阶级专政的反动口

号［N］.光明日报，1966-05-21.

［45］吴传启，章士嵘，何天齐.假批判真包庇的大毒草——

评李琪《评吴晗同志的历史观》［N］. 光明日报，1966-

05-25.

［46］佚名.驳“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N］.光明日报，1966-

06-13.

［47］靳志柏. 不容抹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

——驳“白猫黑猫”论［J］.红旗.1976（4）.

［48］胡耀邦文选［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

［4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

编：下［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5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

15册［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51］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M］.北

京：人民出版社，2016.

［52］曹光章.60年代初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当代中国

思想史上被忽略的一个片段［J］.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

究，2015（11）.

【责任编辑 曹祖明】

On the Publicity and Debates on the Criterion of Truth in New China (On the Publicity and Debates on the Criterion of Truth in New China (19491949--19761976))
ZHANG ShunyueZHANG Shunyue

(Institute of Contemporary China,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Xicheng, Beijing(Institute of Contemporary China,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Xicheng, Beijing 100009100009))
Abstract:Abstract: Before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n 1949, through the Yan’an Rectification

Movement, the view that“practice is the criterion for testing truth”was spread within the Party. After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 this view gained more popularity with the upsurge in studying Mao’s two classic works, i.e., On
Practice and On Contradiction. In the 1950s and 1960s, more in-depth discussions on this topic were conducted
among the academic circle in China, however, they failed to achieve the social impact as wide as the discussions
made in the late 1970s. meanwhile, the slogan“practice is the only criterion for testing truth”was publicized in the
debates between the Soviet Union and China, in the“Four Cleansings”Movement and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but it was not acted on in practice, which led to serious setbacks and losses for the Party, the country and the
people.

Key Words:Key Words: New China; the first 30 years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PRC; criterion for testing truth; deb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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